
禹迹与禹
神话传说的
关系研究

□刘丽萍

2014年至今，河南大禹文化产业集团连续承办了四届中国大禹文化研讨会，理论上取得
了丰硕成果。本报在上期大禹文化特刊里刊登有关专家、学者的精彩论点，展现了嵩山文化
之博大精深，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本期继续节选刊发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东吴学者、博士生导师周书灿的《由新砦遗址
的性质论及夏代早期历史若干问题》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刘丽萍的《禹迹与禹神话传说的
关系研究》。

《由新砦遗址的性质论及夏代早期历史若干问题》节选
□周书灿

兹将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把新
砦遗址中发现的各期遗物进行初步
汇总：

历年来新砦遗址出土的遗物
基本为生活用具、农业和渔猎工
具，并未发现与军事城堡或政治中
心相关的大量兵器及高规格礼乐
器，显然，新砦遗址的政治、军事功
能并不显著。这一情形，正与许慎
《说文》释城“所以盛民也”的解释
颇为吻合。

目前考古学家对于“新砦期”概
念尚存在不小的分歧，但新砦文化遗
存具有从王湾三期文化向二里头文
化的过渡性，成为学术界共识。考古
资料所透露出的大量信息表明，这一
文化变迁过程中，伴随着军事征服等
外力作用下的文化涵化的性质并不
明显，和平环境下氏族部落间不同文
化相互吸收与借用的性质颇为突
出。新砦文化遗存所反映这一文化
变迁过程中的有价值的信息对于中
国早期国家形成和文明起源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从传说中的大禹到启、太康时
期，正是夏代早期国家形成和中国
文明起源的肇始时期，王城岗遗
址、瓦店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发掘
过程中获得的丰富文化遗存，不

仅昭示出夏族早期政治中心从颍河
流域向伊洛平原转移的客观事实，同
时也从一个侧面揭发出夏代早期原
始部落联盟因素逐渐退去，早期国家
初步形成和文明社会已经到来的重
要历史信息。考古资料表明，二里头
规模巨大的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和
成组青铜容器、有铜牌饰以及戈、
刀、镞、锥等兵器和工具的出土，无
可置疑地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
入青铜时代。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成
组铜器和大型的刀、璋、圭、戚、钺等
玉礼器，被考古学家视为王权和礼
制的象征物。二里头遗址以其巨大
的规模、壮观的宫殿、庙堂建筑基址
群，神秘莫测的坛、“墠”类祭祀遗存，
铸铜作坊和大量随葬成组青铜器、玉
器的墓葬等十分丰富有内涵，被学
界一致确认为都城遗址。将王城岗
遗址、瓦店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
遗址的文化遗存进行比较和综合分
析，田野考古资料似乎更加支持二
里头遗址大型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
应为夏朝国家正式建立的标志，太康
才是夏朝国家的真正建立者的说法。

根据多年的田野考古资料，考古
学家将二里头文化区分为二里头、东
下冯、牛角岗、杨庄、下王冈 5个类
型。二里头类型是二里头文化的主

体，最具典型性，它接受其他类型的
文化因素很少，而对其他类型的影响
很大。有的地方类型甚至就是二里
头类型的分支吸收融合当地文化而
形成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
化的核心类型“二里头类型是以夏族
为主体的夏王国的文化遗存”，其他
类型“只能是二里头类型的派生
物”。考古学家推定，“二里头文化诸
类型是文化和政治的共同体，即同属
夏王国”，但地方类型与核心类型的
政治关系紧密到何种程度，迄今为
止，夏代田野考古资料仍无法给出准
确答案。早在 20世纪 20年代，日本
学者中江丑吉曾提出“邑土国家”的
概念，2002年，笔者在《中国早期国家
结构研究》一书中曾较为明确地判
定，“夏王朝是一个邑土国家”，该观
点此后曾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笔
者是在书中所提出的夏、商共主制政
体下“原始联盟制”国家结构的概念，
15年来除受到极个别学者公开质疑
外，几无反响。上举大量的夏代田野
考古资料，日渐揭示出夏代早期国家
形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机制更
多真实的历史信息，与此同时，也不
断为夏代早期国家共主制政体下原
始联盟制国家结构形式提供更多具
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证据。

首先，通过考察禹迹在地理
上的分布可以发现，大禹神话传
说在黄河流域呈现密集分布的特
点，且河南、山西、陕西、山东仍是
传说主要流布区，但禹典籍中的
禹神话传说改编力度不大。甘肃
宁夏虽典型但数量稀少。另外每
个地区都对大禹传说进行了有益
于民俗的当下化或地方化、民族
化改造。

河南地区禹迹主要集中在登
封嵩山一带，禹迹以大禹治水及
与大禹妻妾启母、少姨为主，传说
以“大禹推山泄洪、大禹锁蛟、大
禹赶山挡海水、大禹转世、大禹劈
龙门、大禹导黄河”。整体来看充
满超能力神幻色彩，但是主题基
本集中在大禹堕山浚川范围内。

山西地区禹迹主要集中在运
城市。河津县有龙门村，有禹门
口；芮城县塑有大禹像；解县安邑
有禹都，有望乡台；夏县中条山麓
有夏陵坟冢、（汉建）禹王庙青台
及禹王城遗迹；平陆县东黄河中
有座山叫“砥柱山”（一说在河南
三门峡附近也有一座）。《禹贡》载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黄河至
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门阙。龙
门一带是黄河的咽喉部位，治黄
是世代难题，崇禹也是对治水精
神的世代传递。如今黄河边上有
很多以禹命名的禹庙碑文。如东
汉光和二年（179）龙门禹庙内的
禹庙碑，元代至正十四年（1354）
《夏县重修大禹庙碑》，明代万历
三十七年（1609）《河津重修大禹
庙碑》，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
《芮城重修大禹庙碑》。这些碑文
大多都是赞颂禹功的，对大禹治
水及其精神的肯定流露于碑文的
字里行间，让后代世代传颂。当
然大禹传说的改编方面，如：禹的
诞生、禹和水酉、大禹导沇水、禹
王导黄河，都是围绕大禹治水为
题的，延展和扩编的新情节较
少。类似的省份山东、陕西基本
都是相似从禹迹和基本的禹神话
传说大体一致，改编不大。

其次，在长江流域，包括江苏
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
重庆从禹迹到大禹神话传说改编
力度最大，地方特色也最明显。
古史辨派代表顾颉刚先生曾下结
论：“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人
物”。恰恰因为南方地区历代对
大禹神话传说的改编力度比
北方大很多。

大禹文化百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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